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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资源—获取—发展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以 567 名科技型企业员工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探讨

在中华民族传统的“家成业就”观念下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FSSB)对个体繁荣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FSSB 正

向作用于员工个体繁荣；工作—家庭增益(WFE)在 FSSB 对个体繁荣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工作繁荣在 FSSB 对个

体繁荣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当模型同时引入 WFE 和工作繁荣时，二者具有链式中介效应，即 FSSB 通过促进员

工的 WFE 进一步促使员工实现工作繁荣，进而帮助员工实现个体繁荣。这一结果揭示了 FSSB 对科技型企业员工实

现个体繁荣的作用机制“黑箱”,进一步拓展了 FSSB 的作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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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现代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企业逐渐向现代化建设迈进。科技人才作为创新发展的第一资源，对推动现代化建设具有至

关重要的作用。在国家高度重视人才的背景下，如何实现科技型员工个体繁盛人生以进一步推动企业现代化建设进程渐渐成为

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年来互联网技术不断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新的移动信息与通信技术模糊了工作和个人生活的界限，

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和 AI 技术的进步，工作的时间和场所限制将被进一步打破，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影响和交互作用愈发强烈[1]。

工作和家庭是个人必不可少的两个系统，加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家成业就”观念影响，员工比较关注工作和家庭生活的总体

质量与协调双赢[2,3],并在二者间动态影响中追寻个体繁荣的实现。 

工作和家庭任何一个领域出现问题，都会直接影响员工幸福感的达成和繁盛人生的实现。从“996 工作制”引发的广泛热议

和社会深度思考，到国家对全面二孩背景下女性工作者劳动权益保护政策的完善，员工工作和个人家庭生活的平衡愈加成为社

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员工要想实现个体人生的全面繁盛，工作和家庭是不可忽视的两个领域。个体繁荣又称繁盛人生，是指个体

同时具备学习与活力的心理体验，达到繁荣状态的个体往往拥有活力和学习双重维度的旺盛感[4]。个体繁荣作为一个融合工作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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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和家庭繁荣的新兴概念，国内研究少有涉及。相关领域学者从积极心理学着手，研究如何缓解员工倦怠心理，提升员工心理健

康水平，并将关注点放在个体工作中的活力和持续学习状态上，即如何保持个体繁荣。个体繁荣这一积极结果发生的前因变量包

括哪些?个人繁荣的形成过程又是什么?起初学者们仅将视角放在工作繁荣领域，随着对该领域的深入探索，学者们发现非工作

繁荣领域的因素对这种积极状态的影响也非常大。国内学者林忠等[5]首次提出，个体繁荣是在工作繁荣和家庭繁荣的基础上实现

的。工作繁荣实际上是指展现个人情感与认知上的成长，是工作域内影响个体繁荣的重要因素[6]。家庭繁荣则指个体在家庭生活

中体会到的关于学习和活力的正向感受[7,8]。国外研究者 Carmeli 等[7]最早把个体繁荣扩展为工作繁荣与家庭繁荣两个部分，同

时，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学者们更加关注工作—家庭关系积极的一面。工作域与家庭域之间的良性互动和相互影响是个体繁

荣实现的基础条件。 

相关研究表明，员工获得来自组织对家庭的支持能够极大促进员工家庭角色表现，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表现为对员工工作

与家庭上的需求满足，其允许员工对工作时间和进程进行弹性支配，也支持员工在组织实施家庭支持过程中依据个体差异进行

调整，使员工能更有效地履行家庭职责，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为其完成工作任务所提供的资源是员工家庭增益实现的基本条件
[9]。而基于资源—获取—发展理论，员工在家庭领域获得的良好表现将进一步溢出到员工工作中，通过家庭资源的应用促进员工

工作领域的成就和繁盛[10],实现家庭事业双丰收。本文将按照“角色资源获取—工作-家庭增益—角色资源利用—工作-家庭增益

促进个体工作繁荣—个体繁盛人生实现”这一主线展开，探索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企业员工实现个体繁盛人生的作用机理。

因此，研究科技型企业员工的个体繁荣实现机制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提供更多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为企业

留住和吸引科技人才提供重要实践启示。 

目前有关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Familysupportivesupervisorbehaviors,FSSB)的研究多从工作或家庭单一领域探讨其价值，

主要研究 FSSB对个体工作和家庭表现的促进作用或者对工作家庭冲突等负面结果的消减作用[9],或从工作域出发，从领导支持角

度阐述其对员工创新和发展的正向作用
[10]
。少有将 FSSB 与 WFE、工作繁荣以及个体繁荣置于同一研究框架中，探究其中的因果

作用关系。显然，仅从以上单一领域视角探讨FSSB与个体及家庭的关系不足以说明其在组织管理中的作用。基于此，本文将FSSB、

WFE、工作繁荣和个体繁荣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中，从资源—获取—发展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视角出发，探究FSSB 对个体繁荣的影

响，并论证 WFE 及工作繁荣在 FSSB 与个体繁荣之间的间接作用，阐明 FSSB 对个体繁荣影响的具体作用机制，为推动科技人才

工作家庭双繁荣作出贡献。 

1 理论与假设 

1.1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员工个体繁荣 

“家庭支持型主管”(family-supportive supervisor)这一概念由 Thomas 等[11]首次提出。以此为基础，Hammer 等[12]提出家

庭支持型主管行为(family supportive supervisor behaviors,FSSB)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企业主管向员工提供的有助于其家

庭与工作和谐运营的帮扶行为。FSSB 通过领导行使职能的方式，给予员工履行工作使命和家庭义务的物质与精神资源，以缓解

其在企业工作过程中产生的工作—家庭冲突。已有研究表明，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能够对员工产生积极影响，例如，降低员工离

职意向[9]、改善员工工作态度[9]、提高员工工作投入[11],同时，也能支持员工配偶工作等[12]。在最近研究中，Allen[13]和 Kossek[14]

指出，相较于组织中正式的家庭支持制度，FSSB 作为非正式的组织家庭友好行为更容易满足员工工作和家庭需求。FSSB具有更

加人性化和灵活化的特点，基于对下属员工的了解，主管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家庭友好帮扶行为。FSSB 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

工作—家庭理论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基于此，本研究进一步探析 FSSB如何激发员工实现个体繁盛人生。 

“繁荣”这一概念最初运用于医学和心理学领域，2005 年 Spreitzer 等[15]首次将这一概念运用到管理学领域，并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提出个体繁荣(Individual Thriving)的构念。进一步地，有学者提出个体繁荣是一种脑力、体力、社会感知积极勃发

的状态[4]。在国内学界，有学者首次将个体繁荣深入到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5]。员工在工作或家庭领域的优良表现有助于员工个

体繁盛人生的实现，现有研究表明，FSSB 能够有效帮助员工协调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的角色参与，促进工作—家庭增益
[16]
,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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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表现和家庭表现直接构成员工实现个体繁盛人生的全部内容[5]。因此，本文认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能够有效促进员工个体繁

荣。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体现为上级予以员工家庭支持资源，是一种对员工的支持行为，本文以其内涵与结构维度为线索，从 3

个方面重点探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如何激发企业中员工个体繁荣。首先，行使该行为的主管能够在工作和心理上予以下属充

分的资源支持，员工能够更好地履行家庭职责、承担家庭角色。同时，个体出于将资源价值最大化的意图，会进一步做出主动行

为以积累这种有益资源，从而展现应有的活力、专注和奉献[12,17]。其次，这类主管行为能够为下属行动提供资源，他们的角色榜

样行为为下属营造一种包含家文化的组织氛围。当员工在组织和家庭中所需基本资源得到一定程度满足后，他们更能敏锐感知

组织氛围文化。这种带有关怀员工特质的文化会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进而增加员工心理资源，确保主管与员工两者间良好关系

的长久维持，通过主管行为激发员工工作热情[16]。最后，这种主管行为对工作—家庭管理进行创新，并对相关方面进行探索和变

革，提升了工作与家庭领域转化的灵活性，强调平衡岗位职责与家庭责任的战略性地位，在这一关系中纳入“双赢”理念，为员

工顺利完成工作任务解决后顾之忧，实现组织与员工双赢
[15]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FSSB 作为一种家庭支持型资源会被员工进一

步使用以平衡工作与家庭，借以实现 WFE,而 WFE 的积极状态进一步刺激员工为工作领域投入更多精力，从而实现个体在工作领

域的繁荣。由此可见，员工从企业主管获得越多的 FSSB,就拥有越多资源运用到工作和家庭角色表现中，进而提升个体工作域和

家庭域的表现。具体地说，在家成业就的状态下，员工更容易实现个体人生的持续繁盛。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FSSB 对个体繁荣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1.2 工作—家庭增益的中介作用 

Greenhaus 等[17]将工作—家庭增益(work-to-family enrichment,WFE)定义为：个体在工作领域的资源和效益促使其产生家

庭资源与效益。Staines[18]是最早提出工作活动中经历和发展的情绪与行为能够溢出到家庭环境的学者之一。Hammer 等[19]研究认

为 FSSB 有助于开发和保留个人的情感、智力与身体资源，这可以直接增加工作和家庭领域相关任务与活动中的个人参与。同时，

FSSB 也向员工发出信号，企业管理者平易近人、富有同情心，并愿意帮助他们处理与家庭有关的问题，促进员工实现 WFE。基于

工作—家庭增益对员工的积极作用，学者们将其作为促进个体繁荣的重要资源[7]。个体繁荣作为个人的一种积极状态，其首要前

因变量是个体自身特征，当员工能够通过组织支持获得参与组织日常运作和完成工作任务所需资源时，很有可能在工作中实现

个体繁荣。当员工能够积极探索解决工作中遇到问题的新思路或新方法，自发寻找厘清人际关系和工作组成的重要脉络时，更易

实现个体繁荣。体验积极的人际关系、获取积极的工作域资源支持会培育个体在支持型环境中对工作的感知，激励个体成长。基

于个体繁荣的社会嵌入理论，环境会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15];工作—家庭增益理论表明，新技能、新思路等工作资源和心理资源

的获得除依靠组织和工作路径外，非工作的经历也非常重要，后者增益的经验可能为员工学习和工作活力带来更大助益，从而使

员工更有能力应对遇到的阻碍，同时，提升员工扮演家庭角色时的活力，促使个体繁荣[17]。 

个体繁荣是一个新兴的概念，目前只有少数学者探究了工作—家庭增益与个体繁荣之间的关系，而关于 FSSB 作为影响因素

能否通过 WFE促进个体繁荣尚无文献可查证。Mishra等[20]研究证实 FSSB能够促进员工 WFE;Russo 等[21]也指出 WFE 可以增强员工

工作成就感；有研究进一步证实 WFE对个体繁荣具有显著正向影响[5]。根据 Wayne 等的资源—增加—发展模型，个体工作领域资

源与家庭领域资源可以相互转化和影响，改善其总体生活质量。工作—家庭增益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员工个体繁荣的研究始于以

往文献中对工作繁荣的拓展，之后，学者们基于工作繁荣社会嵌入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发现上级主管的信任会激发下属实

施主动性工作行为，而主动性工作行为往往是个体工作繁荣产生的基础条件，即由主动行为所引发的家庭、工作方面的增益是个

体工作繁荣的关键。这两个方面的增益促使员工产生有关努力工作和承担家庭责任的正能量，进而产生家庭繁荣。据此本研究认

为，工作—家庭增益能够帮助个体实现工作和家庭领域双重繁荣，进而提升个体整体生活质量，达到个体繁荣的状态。基于上述

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WFE 在 FSSB与个体繁荣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1.3 工作繁荣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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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繁荣(Thriving at Work)也称工作旺盛感，Spreitzer 等[15]将其定义为在工作中个体兼备活力(Vitality)和学习

(Learning)的情感状态。Nix 等[22]将活力界定为个体对工作极富热情和活力的态度；Carver[23]认为学习代表个体获取知识、技能

或者能力并将其运用至工作中的信心和能力。有研究发现，实现工作繁荣的员工更具活力，拥有更为热情的工作态度，也具备更

加良好的学习能力[15]。积极组织行为学认为，工作繁荣能够在提升工作绩效的同时，激发员工活力，维护员工心理健康，促进员

工幸福感获得与全面成长。处于工作繁荣状态的员工往往拥有较低的工作倦怠感和较高的健康水平，并且工作动机更强，也更易

提升工作绩效，从而实现个体繁荣[24]。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个体在家庭与工作中往往具有获取和保存资源的倾向，FSSB 作为有益于个体发展的社会资源，能够在

原有基础上产生自有资源增量，打通员工在企业中获得资源增值的通道，降低资源持续损耗的可能，以提升员工在企业中的积极

表现
[9]
。员工会自觉利用 FSSB这种来自工作领域面向家庭的支持型资源，增进工作家庭和谐。拥有高 FSSB 资源的科技型企业员

工会以更积极的工作学习态度和更高的工作激情活力回报组织，这也符合资源获取螺旋的运行机制。FSSB 为员工构造和谐良好

的工作氛围，给予员工更多资源支持，促进个体活力和学习两个维度的繁荣。进一步地，Loon 等[25]研究认为对于要开展工作学

习的科技人才来说，家庭支持型计划及领导实施的支持行为能够为员工开展工作创造有利的组织氛围，有益于激发员工探究意

识，主动探索学习与其工作任务有关的知识和技能。FSSB 为他们提供的良好支持氛围，能够削减工作家庭冲突的负向影响，帮

助其提升工作学习效果，进而实现工作繁荣。此外，Abid等
[26,27]

研究证实，当员工感知到组织对其工作的支持时，能够在很大程

度上满足员工心理需求，进而有助于提高员工在工作上的积极情绪，并能够激发个体工作和学习活力，使之达到旺盛状态。因

此，FSSB 有助于科技型员工感知企业对其家庭的支持和帮扶，激发其积极情绪和个体活力。工作繁荣作为个体繁荣中工作领域

的繁荣，具有促进科技型企业员工实现个体繁荣的自然动力。增进员工工作繁荣，有利于帮助科技型企业员工提升活力，享受健

康，感受幸福，进而促进员工个体繁盛人生目标的实现。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在 FSSB 对个体繁荣的影响关系中工作繁荣发挥中介作用。 

1.4 工作—家庭增益和工作繁荣的链式中介作用 

Wayne 等[28]提出资源—获取—发展模型(theresource-gain-development perspective,RGD),认为个体都存在尽可能使自身

得到成长发展的本能，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会将自我成长经历延升到其它生活领域，即个体工作领域的促进也会带来家庭领域的

促进，进而为个体实现繁盛人生提供持续动力支持。根据资源-获取-发展理论，个体有运用某一领域资源实现自身积极正向发展

的倾向，并且一个领域的收益将在另一领域得到保持和加强。因此，WFE 和工作繁荣在 FSSB 与科技型企业员工个体繁荣之间存

在链式中介效应。基于 RGD理论，WFE 作为工作领域的资源正向影响家庭领域表现，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工作领域良好表现，从

而帮助员工实现工作域繁荣。工作—家庭增益与工作繁荣之间的交互作用在不同领域为员工个体繁荣提供所需物质和心理资源。

当个体拥有足够多资源供其自由支配时，他们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工作和家庭中产生的压力，并最终实现个体繁荣[19]。个体能量

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工作和家庭角色的正向累积，当个体工作—家庭增益的体验感得到增强时，会产生更多能量使其投

入到其它领域中[18],这是个体繁荣领域活力维度增强的体现。Greenhaus 等[17]认为，个体获得的资源使得个体产生积极态度和行

为，帮助其在特定领域表现得更好。因此，当员工感受到更大程度上的工作家庭增益时，他们会倾向于积极主动履行工作和家庭

责任，从而获得活力体验。基于互惠原则，当主管能够为员工工作—家庭增益付出时，员工会在工作中展现出对组织回报的义务

感，将更多时间及精力投入工作中，进而在工作中达到旺盛的状态。在家庭领域，个体能够获得多种有益于个体繁荣的支持性资

源时，其致力于长远发展和持续学习的意向更强烈。当家庭对个体表现出更高程度的体贴和关爱时，个体更能感受到工作价值得

到家庭的认可，免去后顾之忧，从而产生更多心理资源，使其能够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精力，激发个体持续的繁荣状态。因此，由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引发的工作—家庭增益，使个体更易在工作中取得繁荣。个体拥有的关于工作、家庭方面的资源越多，其越

愿意使用这些资源提升自我并实现价值[19],从而获得学习和活力体验。 

据此本文认为，工作—家庭增益使得员工的家庭角色表现得到提升，这种家庭领域的积极收益又进一步溢出到工作领域，提

升个体在工作领域的积极表现。由此推测，FSSB 能帮助员工更好地协调工作和家庭，实现 WFE,而这种家庭领域增益将进一步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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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工作领域的成长，提升员工工作繁荣，促使员工取得家庭、事业双丰收，实现个体繁盛人生。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

设： 

H4:WFE 和工作繁荣在 FSSB 与个体繁荣之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 

 

图 1研究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样本 

本研究主要收集科技型员工相关数据，结合科技型员工高学历、高技术和高素质等特点，考虑样本可得性，选取来自上海、

深圳、北京、南京、云南、天津、江苏及辽宁等地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等专利密集型企业员工作为研究对象。本次调研

分两次在不同时间点进行，前后间隔一个月，要求被试者提供身份证号后 4位，标注于问卷末页，以便数据配对。第一次调研收

集 FSSB、个体繁荣以及人口统计学变量相关数据，一个月后进行第二次调研，收集 WFE 和工作繁荣数据，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

了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共对 700 名企业员工进行数据采集，最终回收 626 名员工有效问卷，匹配后筛选出 567 份高质量问卷，

问卷有效回收率 81.00%。 

对研究样本人口统计特征进行分析，在性别方面，男性样本占38.3%,女性样本占 61.7%;在年龄方面，主要集中在20～62 岁

之间，20～30 岁有 187 人占 31.5%,31～40 岁 191 人占 32.1%,41～50 岁 174 人占 29.3%,50 岁以上 42人占 7.1%;在学历方面，

本科占 49.9%,硕博占 26.1%;在婚姻状况方面，已婚占 73.7%;在是否拥有子女方面，有子女占 74.8%。 

2.2 研究工具 

(1)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量表采用 Hammer等[29]29]使用的 FSSB 量表，共计 4个题项。采用 Likert5点计分法，代表题项如“我

的主管在如何兼顾工作与家庭问题上，表现出有效的行为”。该量表 Cronbach′sα值为 0.929。 

(2)工作—家庭增益量表采用 Carlson 等[30]30]开发的量表，包含工作对家庭、家庭对工作增益两部分。本研究采用工作对家

庭增益的维度，共计 9个题项。采用Likert5 点计分，代表题项如“工作让我体会到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有助于我更好地扮演家

庭角色”。该量表的 Cronbach′sα值为 0.932。 

(3)工作繁荣采用 Spreitzer 等[15]15]开发的工作繁荣量表，分为活力和学习两个维度，共计 10 个题项。采用 Likert5 点计

分，代表题项如“我看到自己不断提高”。该量表的Cronbach′sα值为 0.874。 

(4)个体繁荣(又称繁盛人生),采用 Su等[4]4]使用的繁盛人生量表 Brief Inventory of Thriving(BIT),共计 10个题项。采

用 Likert5 点计分，代表题项如“我的生活有清晰的目标”。该量表的 Cronbach′sα值为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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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SPSS23.0 和 Amos24.0进行样本数据统计分析。 

3 结果分析 

3.1 数据分析 

(1)量表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中 FSSB、WFE、工作繁荣以及个体繁荣 4个变量的 Cronbach'sα值分别为 0.929、0.932、0.874、0.930,均大于临界

值 0.7,CR组成信度分别为0.931、0.933、0.872、0.932,各量表信度良好。 

本研究采用 AVE 评价收敛效度，结果显示 4 个研究变量的 AVE 值分别为 FSSB(0.878)、WFE(0.797)、工作繁荣(0.736)和个

体繁荣(0.762),满足 AVE 值大于 0.5的要求，各量表收敛效度良好。 

进一步地，在 Mplus7.0 中对 FSSB、WFE、工作繁荣、个体繁荣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结果表明，四因子

结构模型的拟合效果最优(χ2=1353.346,df=344,χ2/df=3.934,RMSEA=0.072,CFI=0.917,IFI=0.917,TLI=0.909),表明 4 个因子

是独立构念，且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靠支持。 

(2)同源方差检验。 

本研究选择和发放问卷时参照 Chang
[31]31]

和彭台光
[32]32]

等的建议，采取匿名填写和跨时点测试方式采集数据，但因填写者来

源较为同一，为避免同源方法偏差，采用 Harman单因素进行检验，在未旋转之前所有题项共析出 4个因子，且第一个因子解释

了 22.858%的方差变异，远低于以往研究建议的 50%临界值[33]33],说明同源方差偏差问题不严重。 

(3)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研究变量之间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4 个因子两两间相关系数都大于 0.465,显著正向关联且无严重共线性问题。

其中，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个体繁荣(β=0.536,p<0.01)、工作—家庭增益(β=0.510,p<0.01)、工作繁荣(β=0.465,p<0.01)

正相关；工作—家庭增益与个体繁荣(β=0.521,p<0.01)、工作繁荣(β=0.525,p<0.01)正相关；工作繁荣与个体繁荣

(β=0.764,p<0.01)正相关。这与所提假设一致，为研究假设提供了初步支持，也为下文分析奠定了基础。 

表 1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模型 χ
2
 df χ

2
/df CFI TLI RMSEA SRMR 

一因子模型 5110.475 350 14.601 0.610 0.579 0.155 0.110 

二因子模型 4063.409 349 11.643 0.670 0.670 0.137 0.113 

三因子模型 2710.624 347 7.812 0.806 0.789 0.110 0.110 

四因子模型 1355.848 344 3.941 0.917 0.909 0.072 0.046 

 

注：N=567;一因子模型：FSSB+WFE+工作繁荣+个体繁荣；二因子模型：FSSB+WFE+工作繁荣，个体繁荣；三因子模型：FSSB,W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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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繁荣，个体繁荣；四因子模型：FSSB,WFE,工作繁荣，个体繁荣 

表 2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性别 1.620 0.486 1          

年龄 3.740 1.851 0.014 1         

学历 2.070 1.245 0.079 0.049 1        

工作年限 3.130 1.828 -0.078 0.877** -0.043 1       

婚龄 0.740 0.441 0.016 0.658** 0.032 0.559** 1      

子女数量 0.750 0.435 0.011 0.633** 0.022 0.541** 0.973** 1     

FSSB 3.198 0.890 -0.060 -0.171** 0.059 -0.126** -0.107* -0.101* 1    

WFE 3.870 0.669 -0.010 -0.079 0.016 -0.031 -0.072 -0.064 0.510
**
 1   

工作繁荣 3.664 0.649 -0.132** -0.007 0.043 0.006 -0.019 -0.027 0.465** 0.525** 1  

个体繁荣 3.677 0.631 -0.081 -0.048 0.056 -0.037 -0.011 -0.016 0.536** 0.521** 0.764** 1 

 

注：N=567,*表示 P<0.05;**表示P<0.01,***表示 P<0.001(双尾检验),下同 

3.2 假设检验 

本文研究模型属于多重链式中介，为检测主效应和中介效应，参照 Baron[34]的做法，对 FSSB、WFE、工作繁荣、个体繁荣进

行回归分析。 

为检测 FSSB 对个体繁荣的主效应，利用 SPSS23.0,在控制性别等员工个体基本特征变量后，分析 FSSB 对个体繁荣的影响，

结果中可以发现二者之间(M7:β=0.341,p<0.001)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因此，假设 H1得到验证。 

运用 SPSS23.0 进行层级回归分析，检验是否存在中介效应,FSSB 对 WFE(M2:β=0.342,p<0.001)和工作繁荣(M4:β=0.306, 

p<0.001)具有正向影响。控制 FSSB 后，WFE 仍显著积极影响工作繁荣(M5:β=0.257,p<0.001)。此外，将 FSSB、WFE、工作繁荣

同时纳入回归模型后，三者(M10:β=0.125,p<0.001;β=0.060,p<0.004;β=0.393,p<0.001)仍正向影响个体繁荣，且影响作用显

著。为了更清晰地展示各变量间路径关系，构建链式中介路径，如图 2所示。根据研究结果，假设 H2、H3、H4均成立。 

借鉴方杰等[35]的研究，采用 Cheung[36]提出的 Bootstrap 法(N=5000),在 Amos24.0 中进一步检验多重链式中介作用，结果如

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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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链式中介路径 

为了进一步明确 WFE 与工作繁荣中介效应的大小，采用 Hayes等[37]开发的 SPSS 宏程序，进一步显示直接与间接效应的具体

数值，在 Process程序中运用 Bootstrap法检测WFE 和工作繁荣的单独中介效应以及二者链式中介效应值。 

FSSB 通过 WFE 影响个体繁荣的单独中介效应，Ind1 为 0.033,Bias corrected 95%CI=[0.004,0.069]。FSSB通过工作繁荣

到个体繁荣的特定中介效应 Ind3 为 0.118,Bias corrected 95%CI=[0.076,0.163]。FSSB 依次通过WFE 和工作繁荣影响个体繁

荣的链式中介效应 Ind3 为 0.087,Bias corrected 95%CI=[0.059,0.123]。Ind1、Ind2、Ind3 的 Bias corrected 95%CI 值都不

含零，表明 3个中介作用都显著成立，再次说明假设 H2、H3、H4成立。进一步分析对比中介效应，Ind1 和 Ind3 两个单独中介作

用之差 D2显著(Bias corrected 95%CI不包含零，CI=[-0.137,-0.026]),表明 WFE 的单独中介作用小于工作繁荣的单独中介作

用；Ind1 与 Ind2 的差异 D1也显著(Bias corrected 95%CI 不包含零，CI=[-0.107,-0.002]),说明 WFE的单独中介作用小于WFE

和工作繁荣的连续中介作用；Ind2 与 Ind3 之间的差异 D3=-0.030,不显著(Bias corrected 95%CI 包含零，CI=[-0.085,0.032]),

即 WFE 和工作繁荣的连续中介作用与工作繁荣的单独中介作用无差异。 

4 结论与意义 

4.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资源—获取—发展理论、个体繁荣社会嵌入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使用来自多家企业的样本，探索FSSB对科技型

企业员工实现个体繁荣的作用机制，并验证了 WFE 和工作繁荣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个体繁荣影响机制中的中介作用。

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FSSB 正向作用于科技型企业员工个体繁荣，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被视为工作中来自上级主管的一种帮扶资源，能够为员

工提供弹性工作时间、地点、方式等，塑造一种亲家庭的组织文化氛围，有助于员工更好地承担家庭角色，并进一步激发员工工

作热情，实现工作域和家庭域双繁荣，帮助个体实现繁盛人生。 

(2)WFE和工作繁荣均在FSSB 与科技型企业员工个体繁荣的正向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当个体获得来自组织的家庭支持型主

管行为后，其有更多资源和时间投入到家庭生活中，来自工作域的资源帮助个体实现工作—家庭增益。当员工在组织的这种人文

关怀下提升家庭增益后，为了实现现有资源增值，同时，为了回馈组织帮扶，会以更高的专注和奉献投身到企业工作中。此外，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还在主管与员工之间营造一种友好互助、相互信任的关系，为员工塑造人道和温暖的组织环境，这也有助于

员工在良好氛围中工作和学习，实现员工工作繁荣，激发更多回馈组织的行为。 

(3)在 FSSB 对科技型企业员工个体繁荣的影响中，WFE 和工作繁荣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员工在组织帮扶下更好地承担家庭角

色，实现工作—家庭增益后，家庭领域的繁荣和增益会进一步溢出到工作领域。换言之，根据资源保存理论，员工在发展自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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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倾向下，会将家庭中的正向感受和状态用于工作领域中任务和学习的开展。家庭增益自然溢出到工作域，从资源获取，到家

庭增益的实现，再到家庭增益资源的再利用，在这样的资源传导使用路径下，员工实现家庭和工作双繁荣，推动个体繁盛人生的

实现。 

4.2 研究意义 

4.2.1 理论意义 

首先，本研究进一步拓宽 FSSB 的影响结果和研究范围，为 FSSB 结果变量研究提供了新的探寻路径，验证了 FSSB 对个体繁

荣的正向影响。第一，本研究不仅支持了近年来有关 FSSB与员工繁盛的显著关系，特别是与员工工作绩效、工作—家庭增益
[38]

等的关系，而且进一步延伸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探究范围，将其与科技型企业员工个体繁荣相结合，分别从工作和家庭两个领

域探讨 FSSB 如何影响科技型企业员工个体繁荣，揭示了 FSSB 对个体繁荣的影响机制，丰富了 FSSB的作用对象。进一步展示在

中国传统的“家成业就”思想理念下，FSSB 在科技型企业员工实现个体繁盛人生中具有重要作用，不仅拓展了 FSSB 的作用边

界，而且进一步回应了陈春花等(2016)国内学者关于进一步探究 FSSB 在中国文化情境下具体作用效果的呼吁。第二，本研究分

别从工作和家庭领域整合了两条作用路径：一条是通过家庭领域的增益促进个体繁荣，另一条是通过工作领域的繁荣推动个体

繁盛，同时，构建了工作—家庭增益到工作繁荣再到个体繁荣的传导路径，揭示了 FSSB 对个体繁荣的影响机制，丰富了家庭支

持型主管行为的结果变量，证实了 FSSB 对提升员工个体繁荣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对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影响机制的补充与

完善。 

其次，本研究在整合资源—获取—发展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的基础上，揭示了 FSSB 影响个体繁荣的传导机制以及 WFE、工

作繁荣在两者之间的链式间接作用，为思考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积极影响提供了新的探究视角。现有研究多关注家庭支持型

主管行为对科技型企业员工家庭或工作领域的积极作用[39],忽略了知识隐藏对个体繁荣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基于个体繁荣在员工

成长与企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40],从探究个体繁荣的前因入手，深入剖析了 FSSB 促进工作—家庭增益进而刺激科技型企业员工

工作繁荣，最终促使科技型企业员工实现个体繁盛人生，不仅深化了 FSSB 如何借助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员工个人繁

荣的机制研究，而且有利于增强研究者们对于 FSSB正向影响科技型企业员工的关注与认识。因此，本研究有利于学界从不同视

角探究 FFSB 对科技型企业员工个体繁荣的多种诱发机制。 

最后，本研究基于 RGD 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的核心理念，解释并检验了 WFE 与工作繁荣的个别和连续中介效应。组织提供

支持资源后，传导路径遵循“角色资源获取—工作—家庭增益—角色资源利用—工作—家庭增益促进个体工作繁荣—个体全面

繁荣”这一主线，鲜明地展示了资源流动和角色变化的互动情况，证实了工作—家庭关系的良性资源利用和良性关系互动过程，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不仅支持员工完成家庭使命，给员工带来更多情感支持等家庭有益资源，同时，促使员工在组织支持下实现

家庭资源对工作领域的反哺，将更多精力、活力投入到工作任务中，并且，来自家庭的支持和理解有利于实现员工工作目标，激

发员工在工作中专注、贡献和学习。这一结论不仅为今后有关FSSB 和员工工作-家庭、工作及个体繁盛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而且为企业和组织有效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方案。 

4.2.2 实践启示 

首先是组织管理实践。本研究验证了FSSB 能够正向影响员工个体繁荣，基于FSSB 对科技型企业员工个体繁荣的积极影响，

组织应鼓励企业主管加强实施 FSSB 相关措施，采取多种方式鼓励主管作出家庭支持行为。第一，为主管提供相应管理技能培训，

加深主管对家庭支持行为的深入理解，使他们清晰认识到家庭支持行为对员工行为结果的积极影响，从而进一步提高企业主管

为科技型企业员工提供非正式家庭支持行为的积极性和质量水平。第二，组织可选拔具备家庭支持能力的员工作为主管，选拔主

管之前也要考虑其是否赞同这种家庭支持行为，从源头把控，注意鉴别甄选认可 FSSB的主管，同时，对现有主管展开家庭支持

行为专项培训。第三，强化家庭支持行为的组织氛围。组织应将家庭支持行为这一因素纳入主管考核范围，同时，建设家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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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企业文化，从硬性和软性两个方面营造家庭支持氛围。健全与家庭支持行为相关的激励制度，将家庭支持行为这一非正式支持

通过制度建设转变为正式的组织支持，从制度上对主管的家庭支持行为提供保障。健全相关激励制度，从根本上保障主管对女性

员工的家庭支持行为。最后，组织还应从宏观层面重视 FSSB等非正式家庭友好型政策的使用，在组织中营造家庭友好型、家庭

支持型氛围，减少科技型企业员工的后顾之忧和工作家庭冲突，促进员工在家庭友好型主管行为的支持下更好地实现个体人生

持续繁盛。 

其次是员工个人。研究发现，WFE 和工作繁荣在 FSSB 与个体繁荣之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处于更好 WFE

状态的科技型企业员工，更容易实现工作繁荣，进而实现个体人生持续繁盛。因此，可以借助企业文化影响科技型企业员工在组

织工作和家庭生活中的积极价值观，缓解科技型企业员工工作压力，提升科技型企业员工家庭生活质量。同时，加强员工资源获

取能力提升相关培训等，增强科技型企业员工管理工作与家庭关系的能力，引导科技型企业员工在工作与家庭之间找到最优均

衡点，提升科技型企业员工工作和家庭生活整体质量。另外，可以实行弹性工作制，满足科技型企业员工特殊需求，让员工能够

很好地完善工作与家庭的时间分配，减少因工作而无法参与家庭活动、因家庭而不能保证工作效率的情况。充分调动科技型企业

员工工作积极性，提升科技型企业员工工作活力和学习能力，实现个体工作领域繁荣，帮助科技型企业员工实现自身全面发展，

拥有繁盛人生。 

最后是工作与家庭关系的平衡。工作与家庭间关系是企业关注的重点话题，个体的工作—家庭增益对于提升员工工作繁荣

程度具有重要作用。因而，企业应关注企业文化对员工的引导作用，通过正向的企业文化提升员工利用自身资源为企业作贡献的

意愿。同时，组织开展家庭日活动，安排讲解、参观、趣味游戏等，增进员工家庭间感情，拉近公司与员工家属间距离。企业可

以为员工提供便利以增强其平衡工作与家庭关系的能力，使其能够将自身资源灵活应用于不同领域，实现工作领域对家庭领域

的增益，激励员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此外，企业也要考虑员工不仅是企业的一员，更是家庭的一份子，肩负着守护孩子、

陪伴父母的责任。企业可以允许员工有更多的灵活时间，满足其个性化需求，为其承担家庭责任提供便利并表现出组织包容态

度，帮助员工实现工作、家庭双繁荣。 

4.3 局限与展望 

本文研究局限主要体现在如下 3个方面：一是样本选择的局限性，本文样本来自上海、深圳、北京、南京等大城市高新技术

企业，所得结论能否推论到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还有待验证，未来可以扩大样本范围，尽量覆盖更多地区，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结果

的正确性或加以修正；二是仅将工作繁荣作为中介变量，未来研究还可以关注工作家庭增益、组织公民行为等变量对个体繁荣的

影响；三是采用横截面数据，未来可以使用纵向跟踪研究等方法更加准确地解释 FSSB对员工个体繁荣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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